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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自由
———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一个历史倒错
韩 水 法
［摘 要］霍耐特断定，在我们这个时代自由已趋于贫乏并形成了病态，为除此弊，他
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获取思想资源和方案构想，构建了 “社会自由”理论。但是，
《法哲学原理》本身包含了一个历史倒错:它以普遍的自由为整个体系的出发点，令所有
权、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从中发展出来，而现实历史的发展次序却正好相反，普遍的自由
和权利乃是最后达到的成果。如果黑格尔承认社会契约论，那么他这个倒错可以在理论上得
到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然而，黑格尔恰恰反对社会契约论，因此，这个倒错就成为一个无
法改正的错误和理论模式。这个模式及其方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霍耐特的
“社会自由”最终只是体现了一种对前现代社会的乡愁，而并不是一个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切
实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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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① 具有长久和深远的意义，它乃是现代政治观念史上若干重要流派的主要
思想来源或理论根据。直至今日，依然有哲学家认为，《法哲学原理》包含了解决人类现代一些重大
问题的启示乃至方案。霍耐特 2013 年在北京大学发表《论我们贫乏的自由》的讲演，该讲演的主题
就是论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丰富“我们的贫乏的自由”具有范本的意义。霍耐特的这个讲演
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笔者重新审视、分析和理解该部著作的核心观念、理论结构和基本方法。在本
文中该著的一个根本性错误被清楚地勾勒了出来。为了验证笔者的判断，除了从其内部进行全面的审
视，本文还考察和研究了该著孕育之时的社会境域和法律渊源以及后人的一些主要评价。《法哲学原
理》的这个根本性错误同时也就反衬出了霍耐特等人理论的同样错误。认识这类理论错误并且分析
其原因，有助于我们在与黑格尔哲学的对照中深刻领会和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一、《法哲学原理》中的历史倒错和逻辑错误
在《论我们贫乏的自由》中，霍耐特着力以公正的态度对待 《法哲学原理》，他说:“今天对我
们有帮助的不是 ‘法哲学’的那些具体细节，而是它的结构和构造，它们堪称社会自由理论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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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不同的文献中，此书或被译为《法哲学》《权利哲学》等。
范。”(霍耐特，2013 年 a，第 58 页)不过，在《自由的权利》中，他说得更直白，要以《法哲学原
理》为榜样来构建他的社会正义理论。(参见霍耐特，2013 年 b，第 4 页)然而，在笔者看来，黑格
尔的问题恰恰在于《法哲学原理》的整体结构，而不是它的那些细节，因为许多细节都是套路，还
有一些细节来自于康德的既有观点，比如关于契约的分类，他就直接把康德的文字搬了过来。(参见
黑格尔，1979 年，第 57 页)诚然，《法哲学原理》也不乏一些见解深刻或意义幽远的观念和判断。
这里我们先来考察《法哲学原理》的整体结构。《法哲学原理》由三大篇章构成，即第一篇 《抽
象法》，第二篇《道德》，第三篇《伦理》，通篇以自由为中心，皆以对自由的规定为出发点，但对自
由做了不同的规定，以便实现绝对精神在这三个领域的持续展开。
在“第一篇 抽象法”第 34 节中，黑格尔说明，“自在自为的自由的意志”在具有 “直接性”
时 (同上，第 44 页) ，“就成为单一的意志———人 (Person)。”(黑格尔，1979 年，第 45 页)① 他又
从人推论到我，但是没有给出什么理由。黑格尔以抽象但普遍的个人作为他的抽象法，同时亦作为整
个法哲学的出发点。这里至为关键的一点乃是，这种作为自为地自由的意志的格人，具有普遍性，尽
管是形式的普遍性。因此，“主体就是人”，而作为主体的格人的要义就在于，它是 “某种无限的、
普遍的、自由的东西。”(同上)毫无疑义，《法哲学原理》无法不从这种普遍的自由及其主体即个人
出发来讨论抽象法，因为黑格尔要展开的乃是以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为首要原则的现代法律体系的
哲学原理，而这个原则经由启蒙运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确认，至少在形式上为当时西方主要
国家所接受。黑格尔强调格人就一般地包含权利的能力的个人，因此，法或权利的命令是:“成为一
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同上，第 46 页)这个以抽象而一般的形式表达的法或权利的命令的核心
乃是所有权。
在“第二篇 道德”第 105 节中，黑格尔指出，在道德的阶段，“自在地而且自为地无限的意志
就使得人成为主体”。(同上，第 110 页)在这个道德的领域，自由概念具有了实在性。因为 “人的
价值应按他的内部行为予以评估，所以道德的观点就是自为地存在的自由”。(同上，第 111 页)黑
格尔的这个说法类似于康德实践哲学的绝对命令或现在的义务论，但这两种理论都要以普遍的理性存
在者即理性的个人为主体。而就现实的法律甚至道德而论，黑格尔的说法略显含混，他之所以把道德
的观点理解为“主观意志的法”(同上) ，乃是因为后者就是 “关系的观点、应然的观点，或要求的
观点”。(同上，第 112 页)原来，这乃是对康德的应当的另一种表述。
在远古时代，习俗、道德和法律无意识地混合在一起并规范传统的政治共同体，为其提供秩序和
社会基本结构。在后来的演进中，包含着后来被视为法律规范的道德规范首先逐渐地从这种原始的规
范混合体中独立出来，然后，法律规范又逐渐地与道德规范相分离，同时形成和发展出其自身的条理
分明和理由清楚的体系。因此，人类先是以道德规范来构造和维持政治共同体的秩序，然后才是明确
的法律规范。尽管在事实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诚
然，这种区分无疑是现代人对古代观念和制度的重述。不过，黑格尔在这里却另立了次序，在理论上
并同时在历史上，将道德放在法或法律之后，亦即由法或法律规范发展出道德规范。
在“第三篇 伦理”第 142 节，黑格尔说，“伦理是自由的理念。它是活的善……伦理就是成为
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同上，第 164 页)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伦理就是抽
象法和道德的统一，因此它不仅是应当，而且也就是现实的法或法律，不仅具有现实性和客观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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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erson是具有法律资格和身份的人，它有各种歧义颇大的汉译，笔者在行文中将它译为“格人”，相关引文
则一如其旧，不作改动。
且具有必然性。总之，唯有伦理才是现实的、客观的和必然的自由，然而，个人的普遍自由却在其中
消失了:“个人存在与否，对客观伦理说来是无所谓的……人类把伦理看作是永恒的正义，是自在自
为地存在的神。”(黑格尔，1979 年，第 165 页)这个论断对 《法哲学原理》来说至关重要:当自由
达到了现实性和客观性的阶段，它就与个人分离了，个人与现实的和客观的自由没有直接的关系。无
疑，这是黑格尔的理论和现实的历史之间产生错位的一个重要根源。
道德 (Moralitt)和伦理 (Sittlichkeit)乃是《法哲学原理》中极其重要的基本概念，“在习惯上
几乎是当作同义词来用”(同上，第 42 页) ，黑格尔之所以把 Sittlichkeit 与 Moralitt 区别开来，就是
为了表明，伦理是包含各种规范在内的，而不仅仅限于道德规范 (参见同上) ，从而体现他所谓的国
家的完善性和理想性。① 因此，Sittlichkeit在《法哲学原理》中译为伦理其实是相当不准确的。不过，
在本文中，笔者仅仅指出这一点，但依旧沿用伦理这一译法。
伦理的最后落脚点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在该著 “第三篇第三章 国家”第 258 节，黑格尔
说道:“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利，正如这个最
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 (黑格尔，1979 年，第
253 页)从抽象的普遍而形式的自由出发，黑格尔最终达到的结果乃是个人对这个以国家名义出现的
自由的臣服，而实际上个人的普遍自由却消失在这个不受推动的统一的实体之中。这样的国家在被落
实在了日耳曼王国。(参见同上，第 359 页)
行文到此，我们先要概观《法哲学原理》的主体结构，以了解自由在该著的路线并为后面的分
析做个预备。“第一篇 抽象法”，由 《所有权》 《契约》和 《不法》三章组成，“第二篇 道德”，
由《故意和责任》《意图和福利》和 《善和良心》三章组成，“第三篇 伦理”，由 《家庭》《市民
社会》和《国家》三章组成。从字面上看，该著的理论进程与中国传统的修齐治平有相似的次序，
即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该著《国家》的最后两个部分乃是《国际法》和《世界历史》。
另外，无论在该著、在《历史哲学》，还是在他生前最后一篇政治论文 《论英国改革法案》中，
黑格尔都高度评价普鲁士的政治制度，而批评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为了理解黑格尔的思路，笔者
在这里要分析对把握《法哲学原理》极其重要的一份背景文献，而后者先前一直为人忽视。
《普鲁士普通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βischen Staaten，本文以下简写作 ALPS) ，是
普鲁士于 1794 年 2 月 5 日颁布的一部法典，它集中体现和反映了普鲁士国家当时所谓开明、法治与
专制、封建融于一炉的矛盾的政治和社会状态。下文的比较和分析会揭明 《法哲学原理》之中所映
现的这部法典的影子，从而有助于理解《法哲学原理》的历史倒错的一个现实原因。
第一，《普鲁士普通邦法》由 《前言》、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等三个部分组成。《前言》主要申
明该法典的创制、法律渊源、国家和市民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的法条。第一部分为民法，其主
要内容包括法律的格人、其权利的获得、契约、所有权以及所有权的各种类型。第二部分主要是公
法，主要内容包括婚姻和家庭、市民社会各种组织和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教会、警察、教会组
织、国家的义务和权利以及慈善机构等条文。如果以 《法哲学原理》结构与之对照，那么就可以发
现，“第一篇 抽象法”对应于该法典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第三篇 伦理”对应于该法典第二部
分的主要内容。不同之处是《法哲学原理》在两者之间插入了一篇 “道德”。通过比较，这个结构的
奇异之处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合理解释:理论与现实的一个折衷。
第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基本观点和理论方面，该法典的原则、观念乃至矛盾态度持续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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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鲍桑葵清楚地指明了黑格尔的这个意图。(参见鲍桑葵，第 256 － 257 页)
响在《法哲学原理》之中。笔者下面简要地列举和分析两者具有若干极为相似的观念和内在冲突。
1． 《普鲁士普通邦法》容纳了许多当时相互冲突的观念和法律条文。一方面，它体现了法国革
命所宣布的一般的人权和自由原则，宣称人们能够出于自然的自由追求他们自己的幸福，而不伤害他
人的权利，维护每个居民的信仰和良心自由，另一方面，它又主张国家集权，国家对于公民
(Bürger)等人的权利和义务统一在国家领导人手中。
2． 该法典一方面承认一般意义的法律人，即享有权利的格人，认为法律毫无差别地一律施用于
国家的所有成员。另一方面，在该法典里人同时又被分为具有不同法律地位和身份的不同等级，除了
贵族，还有公民 (市民)、居民和臣民、上等市民阶层、下等市民阶层、农民、主人和仆役等，相当
复杂。据此，该法典直接确认了等级制的正当性并予以维护。无疑，它表明了普鲁士在现代转型过程
中的矛盾、混乱乃至无所适从。① 它还制定了许多具体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上层阶级的特权的条
文，譬如，禁止农民及下层市民 (公民)的妇女与贵族男人之间的通婚，否则其子女无法获得相应
的爵位等各种特权。
在《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一节中，黑格尔也直接强调了等级制的必然性，而市民社会
就由等级构成。“市民社会之区分为众多普遍部门乃是必然的。如果说，国家的第一个基础是家庭，
那末它的第二个基础就是等级。”(黑格尔，1979 年，第 212 页)同样，这个论断亦与该书的其他观
点相矛盾，但是与《普鲁士普通邦法》中的法条几乎一致:即市民社会通过自然或法律由许多更小
的社会或等级组成。(cf. ALPS，Theil. 1，Titel. 1， § 2)显然，黑格尔还持有若干启蒙时代的观念，
认为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改变自己的等级，虽然 “个人应属于哪一特殊等级”，“受到天
赋才能、出生和环境等的影响”，但是，“最后的和基本的决定因素还在于主观意见和特殊任性，它
们在这一领域中具有它们的权利，它们的功绩和它们的尊严。”(黑格尔，1979 年，第 215 页)
3. 现代民法理论一般认为，根据契约等形成的债务，属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因此是对人的权利，
即对人权，但是，黑格尔却将它视为对物权:“从客观说，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并不是对人的权利，
而只是对在他外部的某种东西或者他可以转让的某种东西的权利，即始终是对物的权利。”(同上，
第 49 页)他的这个思想显然与《普鲁士普通邦法》完全一致。这部法典深受罗马法影响，在第一部
分民法部分，将物权视为对物权而非人与人的关系。②
在时间上，黑格尔从 1818 年开始在柏林大学讲授 《法哲学》，1821 年出版《法哲学原理》，正是
《普鲁士普通邦法》发布之后影响最盛的时候。该法典对 《法哲学原理》的影响是直接的和重大的，
然而，它并非影响黑格尔法和国家学说的唯一思想渊源，这个学说容纳了多种思想元素。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现实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人类历史的发展次序刚好与 《法哲学原理》的
次序相反，在欧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在瓦解之际孕育了现代国家，而在
现代国家出现之后，享有普遍的自由和权利的个人才在法律体系中得以全面的确认。家庭虽然很早就
出现，但是普遍而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也是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后才成为可能的，就如 《普鲁士普
通邦法》虽然规定了婚姻的一夫一妻制度，但依然禁止贵族男人与农民和低等市民阶层的妇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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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国学者维亚克尔说过:“萨维尼详细指出 (实际上不拘执于法律之)罗马法学的庄严华美，反之，显然是
因为没有取得充分的信息，其指摘诸自然法法典的缺点，其中更———充分显示其个人政治确信地———将革命
性的法国民法典列于最低等级，而显示古老等级想法的普鲁士一般邦法典则尚居其内的最高地位。”(维亚克
尔，第 380 页)
参见该法典第一部分，第八章，尤其是 125 条以下诸条。周枬说，“罗马的法学家……认为物权是人与物之
间的关系，而忽视了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资料占有关系的实质。”(周枬，第 321 页)
而这种特权或不平等的限制要到近一百年之后才废除。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的出现虽然也早于现代国
家，但是普遍意义上的市民和市民社会的最后形成亦依赖于以普遍的平等和自由的个人为指归的现代
国家。
那么，什么是现代国家?在西方历史上，现代国家的原则由启蒙运动奠定，而其最早亦最为简明
的原则就是由法国《人权和公民宣言》(1789 年)公布的。该公约第一条声明:“在权利方面，人们
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其第四条规定了自由的
根本意义和为每个人所享有的普遍性:“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
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
同样，稍早的美国《独立宣言》 (1776 年)亦发布了同样的原则:“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
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
利。”由此可见，对黑格尔时代而言，普遍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的观念乃是一种不久才被普遍接受的
思想，所以，它们在历史上正是最后达到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宪法或基本法律虽然在那个时代已经接
受了普遍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的原则，但是，这些原则的真正付诸于落实，或者说得到普遍的落实，
乃是更晚的事情。事实上，真正在法律上全面落实普遍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人的原则，要一直到美国民
权运动之后才完成，尽管法律的订立并不保证它在现实之中的普遍落实。不过，以上对历史的简要回
顾只在于说明，《法哲学原理》的理论进程犯了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倒错。它把在历史上最后出现的观
念和实现的原则当作了起点，然后从中推演出原本在这个观念和原则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之前出现的
各种制度和组织。
对于这样一种倒错，黑格尔本人亦并非完全没有意识。《法哲学原理》中的一些论述表明，他对
格人及其权利的普遍性条件具有清楚的认识。他说:“从罗马法中所谓人格权看来，一个人
(Mensch)作为具有一定身分而被考察时，才成为人 (Person)。所以在罗马法中，甚至人格本身跟奴
隶比起来只是一种等级、一种身分……罗马的人格权不是人本身的权利，至多不过是特殊人的权
利。”(黑格尔，1979 年，第 49 页)在该著的第 36 节，他又强调:“人格一般包含着权利能力，并且
构成抽象的从而是形式的法的概念、和这种法的其本身也是抽象的基础。”(同上，第 46 页)但是，
这样的意识并不妨碍黑格尔依然构造了一个与历史刚好相反的理论次序。
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运动的辩证法趋势，与其坚韧的历史感，并不能时时协调一致，相反却常常冲
突。正是这两个特性让他自己或其他人无法为他这种颠倒的次序提供有效的辩护。很显然，在先的阶
段或领域发展出在后的阶段或领域，这是黑格尔概念和体系展开的内在的铁的逻辑。在这里，笔者要
再引证黑格尔的原话来说明，《法哲学原理》篇章的前后次序遵循这个逻辑。
前文我已论及，《法哲学原理》确实从自由出发，然而，在这个体系里，它其实也是最低级的。
因为个人自由缺乏客观性，所以黑格尔说，“以至于作为实体的自由不仅作为主观意志而且也作为现
实性和必然性而实存;这就是在它绝对地普遍的实存中的理念，也就是伦理。”(同上，第 41 页)他
又说到:“但是伦理性的实体同时是 (一)自然精神———家庭; (二)在它分裂或现象中———则为市
民社会; (三) ，即表现为特殊意志的自由独立性的那种自由，既是普遍的又是客观的自由。”(同上)
这一段话以线路图的方式清楚地标明了这些形态的前后关系。
在《法哲学原理》第 145 节，黑格尔认为，对客观伦理而言，个人存在与否是无所谓的，并且
只有客观伦理才是决定个人生活的力量。 “国家是伦理理论的现实”，单个人只是由于国家才获得
“自己的实体的自由”。(同上，第 253 页)所以 “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它本身就是
目的，“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的权利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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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1979 年，第 25 页)
在该著第 33 节，黑格尔指出，“人们往往把这一阶段即市民社会看做国家，其实国家是第三阶
段……国家的法比其他各个阶段都高，它是在最具体的形态中的自由，再在它的上面的那只有世界精
神的那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了。”(同上，第 43 页)然而，黑格尔自己也十分清楚市民社会在国家之
后才兴起:“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
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
前。此外，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现代世界第一次使理念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同上，
第 197 页)笔者这里要补充的是，以国家为前提的市民社会乃是以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原则为前
提的社会，因而亦就等于公民社会，它与中世纪城市共和国、自由市等那些孤立存在的市民社会之间
存在着质的差别。黑格尔正确地认识到，这样的市民社会要以国家为前提，譬如至少以 《普鲁士普
通邦法》这样的统一法典为前提。但是，在《法哲学原理》，他还是将它置于国家之前，并令国家从
中发展出来。
行文到此，笔者要做一个简要的总结以清楚地指明，《法哲学原理》的理论进程与实际的社会历
史进程，正好颠倒，从而造就了一个明显的历史倒错。首先，拥有普遍的自由和权利的个人是在家
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后才出现的，乃是现代国家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的出发点。第二，在规范方
面，在古代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乃是混沌不明的规范，即各种迷信、习俗、道德、伦理和法律以及正
义原则混合而成的规范;在此之后，道德和法律的混合规范从其中分立出来，接着或者同时，法律逐
渐地从道德之中独立出来。法律规范完全地独立地主导社会的秩序与具有普遍的自由和权利的个人的
确立是同时发生的现象，它们都是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的事情，也是现代国家进一步合理化的结果。虽
然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这个进程在不同国家在途径、时间和节奏上都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实际的情
形亦复杂多变，但是，这个主要脉络则是清楚的。
这里笔者亦可单单从理论的内在逻辑角度来分析黑格尔的这种倒错。第一，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
利乃是最高原则，而非最低原则。依照现代的法律体系，宪法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个人基本自由和权利
原则。第二，宪法乃是高级法，所有其他法律都要符合宪法，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要受其约束。
第三，宪法所确立的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则，也是它的最高目的。就最后
一条而论，如果黑格尔一开始承认普遍的个人自由，他后来又宣称个人在国家体系之中无足轻重，单
单从理论上来说，亦是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
二、《法哲学原理》的理论次序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有其合理性?
《法哲学原理》的叙述次序亦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就是说，这样的次序及其逻辑进展不仅
合理，而且亦是现代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启蒙精神和主流观念，亦切合黑格尔所赞赏的普遍自由。
但是，它需要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主张，社会之中的每个人都天生是自由
的并拥有自然的权利，他们通过彼此的普遍契约将这些权利中的部分委托、让渡给由他们自己之中的
一些人组成的某种权力机构，以保护他们的其他权利，这样的权力机构就是国家。因此，现代国家建
立在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以及以此为前提的普遍契约的基础之上。毫无疑问，社会契约论在当时是
一种理论设想，但是，它确实体现了当时个人在权利方面逐渐趋于平等的现实大势，以及人们追求自
由和平等的普遍要求。尤其重要的是，当它被确立为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原则，就使得人们能够以此来
改造社会，将这样的原则逐步地落实于社会的法律和制度之中。譬如，不仅法国 《人权和公民宣言》
申明了这种观念和原则，而且《法国民法典》将这样的观念和原则落实为实证的法律，以此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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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社会的基本规范，以重新整合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事实上，现代意义的普遍的家庭、市民社会
也只是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之下才能够形成。① 毫无疑问，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的早期形成
要先于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原则，因为不仅这些观念和原则是逐渐为人所认识、认同和确立的，
而且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也是通过不同形式和阶段的革命和改良才一步步地才达到全面贯彻这
样的观念和原则的程度。总之，在当时，社会契约论是面向未来的理论和主张。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
独立宣言中提出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原则，在近二百多年之后才在它们的法律体系得到一致的确认
和贯彻，而其真正全面和切实的落实依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因此，只要黑格尔承认社会契约论，那么，他在 《法哲学原理》开篇就确立的普遍的而形式的
个人自由就完全有理由作为他的整个法哲学体系的起点，不仅是理论的起点，而且亦是逻辑的起点。
从理论上来说，在《抽象法》之中的所有权和契约都是要以这种虽然形式却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
为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所有权和契约在法律上以及在事实上都无从谈起。因此之故，《普鲁士普
通邦法》就明确规定该法典施用于国家的所有成员，即格人 (法律个人)。
但是，致命的事情恰恰在于，黑格尔不接受社会契约论，所以亦不承认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这
样一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逻辑上，他所谓的普遍的个人自由就其来无自。它之成为其他后来阶段
的出发点，亦缺乏根由。实际上，他就如 《普鲁士普通邦法》一样，试图将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
原则，与绝对的国家权力整合进一个体系。如果说，当时一部国家的庞大法典要包容那个时代既存的
一切形形色色的法律，需要权衡和折衷社会不同阶级和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而统治阶级又力图维持
专制权力并保留部分的封建等级制，亦缺乏真正地确立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意图，但却冀望这种
原则所能带来的成果，因此在一种表面上开明的政治改良主义路线之下，那种混杂、冲突和调和的法
律体系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 《法哲学原理》作为一个严密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包含这样的颠
倒、错误和混乱，就无法理解。该著虽然以普遍的自由观念为出发点，但将它高度抽象化，于是不仅
切合他的哲学体系，也符合他对当时普鲁士政治现实的态度和策略，并且他的辩证法和思辨体系也为
这种叙述方式和立场等提供了襄助。但是，黑格尔毕竟无法顾及宏观历史的进程和理论的内在一致性
两者，所以就留下了这样的致命的内伤。
这里，我们来考察黑格尔如何否定社会契约论。“国家的本性也不在于契约关系中，不论它是一
切人与一切人的契约还是一切人与君主或政府的契约。把这种契约的关系以及一般私有财产关系掺入
到国家关系中，曾在国家法中和现实世界造成很大混乱……把私有制的各种规定搬到一个在性质上完
全不同而更高的领域。”(黑格尔，1979 年，第 82 页)黑格尔反对契约论的理由看起来相当简单:个
人之间的关系与国家权力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而社会契约论的实质在于从所有个人的权利和同意
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国家的正当性基础。事实上，在黑格尔时代，现代国家的结构和制度是刚刚建起来
的新生事物，在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半封建半现代的国家，它们尤其粗糙和简陋，但是，黑格尔却将
它称为“绝对的神物及其绝对的权威和尊严”。(同上，第 255 页)这即便是为奉承当时的普鲁士国
家，也不免言过其实。
根据社会契约论，个人之间的关系与国家的基本结构和原则内在统一，而后者就通常被理解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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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所定义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父母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这种家庭只是到了 17 世纪才出现，到 18
世纪才通行。相应地，德语的家庭 (Familie)也只是在这时才出现。“在中世纪晚期乃至近代的早期，德语
中没有词汇表示我们理解作‘家庭’和被社会学家标明为核心‘家庭’或简单‘家庭’的那种父母及子女
的群体。” “现代德语‘Familie’只是在 18 世纪才普遍使用的，并且与法语‘Famille’有联系。”(米特罗
尔、西德尔，第 6 页)
主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这一点正是黑格尔所没有认识到的:“但就国家而论，情形均完全不同，因为
人生来就已是国家的公民，任何人不得任意脱离国家。生活于国家中，乃是人的理性所规定，纵使国
家尚未存在，然而建立国家的理性要求都已存在。”(黑格尔，1979 年，第 83 页)最后一句透露出黑
格尔对自己断语的底气不足，因为很显然:国家尚不存在，作为公民的理性如何付诸实现?事实上，
黑格尔也多少理解法国大革命的逻辑是 “人们根据抽象思想，从头开始建立国家制度”。(同上，第
255 页)但是，正是因为黑格尔到了晚年反对法国大革命，所以也就一般地反对社会契约论。为了维
护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他甚至不顾他的理论出发点，将普遍的自由轻易地抛弃了:“可是，国家根
本不是一个契约，保护和保证作为单个人的个人的生命财产也未必就是国家实体性的本质，反之，国
家是比个人更高的东西，它甚至有权对这种生命财产本身提出要求，并要求其为国牺牲。”(同上，
第 103 页)①
最为致命的当然不是黑格尔自己理论内部的自相矛盾，而是他的理论与社会历史现实的根本冲
突。他说，“现代国家的一大进步就在于所有公民都具有同一个目的，即始终以国家为绝对目的，而
不得象中世纪那样就国家问题订立私人条款。”(同上)这个断语不仅是一个颠倒的说法，而且蕴涵
了一个历史混淆。第一，现代国家使得公民成为可能，而公民则以国家为维持和保护其公民身份的手
段，而不是目的。第二，封建社会的领主就封建权利所签订的契约，乃是领主间的契约，与其领地上
的多数人无干，因为农奴不仅没有契约自由，也根本没有平等的资格，所以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黑格尔的这些论断无疑给他自己的理论造成了内在的矛盾。如果国家———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理性
的———先于公民而存在，那么，在《法哲学原理》里国家就应当首先出场，然后市民或公民或个人
从其中产生出来。但是，在该著里面，因为他对抽象的普遍自由的坚持，无法抗拒那个时代普遍的自
由和权利的观念，而连折衷、保守和混乱的 《普鲁士普通邦法》也不得不以此观念和原则为一个出
发点，以及他无法回避这部法典对他的深刻的影响，所以，《法哲学原理》也就势不可免地容纳了多
重的矛盾和历史倒错。
这里可以稍稍讨论一下黑格尔在法律知识上的缺陷或局限，因为他的理论矛盾或许部分地来自于
此。黑格尔批评康德说，“康德所说的人格权，是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如我给与或给付某物等
等……任何一种权利只能属于人的，从客观说，根据契约产生的权利并不是对人的权利……即始终是
对物的权利”。(同上，第 49 页)黑格尔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大的跳跃，即从人格权到契约。② 在现代
的法律体系中，契约不是对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比如，现代法学理论将契约理解为承诺，
而承诺是人与人的关系，并非人对物的关系。康德对契约持有相当明确和现代的理解:“我通过契约
所获得的外在东西是什么呢?既然它仅仅是他人的任性③在向我承诺的成果方面的因果性，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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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黑格尔的这个思想 19 世纪末在英国新黑格尔主义那里产生了回响。鲍桑葵认为，“契约属于这个范围，即财
产的范围。它是人们就某种物质的东西达成的协议——— 一种‘共同意志’，但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并不是
像国家所包含的那种‘公共的’或‘普遍的’意志。”“因此，将契约的观念应用于国家是混淆了不同的领
域，因为国家是有理性的人性的迫切需要，而契约则不过是自由的人们就某些物质的东西达成的协议。”(鲍
桑葵，第 253 页)在实证主义兴起的时代，鲍桑葵的思想不妨是反潮流的一种表现。
胡果认为，黑格尔不懂实证法。(参见雅科布斯，第 196 页)
顺便提及，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国人民大学版)将Willkür译成任性，显然是不准确的。在黑格尔《法
哲学原理》(商务版)中 Willkür也被译成了任性，这或许影响了康德著作的翻译。这个词在 Duden辞典中的
第一义是:Wahl des Willens，即意志的选择，因此，它是一个中性词，而任性在中文里是一个贬义词。笔者
以为译成决意要比任性正确。因为说契约都是任性的决定，等于说它是随意、恣意妄为的产物，这显然容易
导致严重误解。
由此直接获得的就不是一个外在的物品，而是他人的一个行为，通过这种行为那个外在的物品被置于
我的控制之中，以便我使它成为‘我的’。”(康德，第 283 页)为了强化对契约的现代理解，尤其它
与权利的关系，这里再引康德的一段话:“任何契约就自身而言，亦即客观上来看，都是由两个法权
行为组成的:承诺和接受承诺;通过后者的获得……不是契约的一个部分，而是契约的一个法权上的
必然后果。”(同上，第 294 页)契约就是一种人对人的权利行为。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批评了康德的道德形式主义，他恰恰举了财产的例子说，在
人们的行为中，财产应当得到尊重。但是，他认为，“这个原则也完全可以取消……财产是一个前
提:如果没有财产，那么也就可以不尊重财产。有财产，所以才尊重财产。如果我不以具有财产为前
提，则偷窃行为里不存在着矛盾。那乃是一个极其形式的原划。”(黑格尔，1983 年，第 291 页)这
段话表明，黑格尔把现代的有关所有权、契约的法律视为一种因人、因事、因主观任意而定的随意
的、偶然的规定。由此可见，黑格尔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现代权利和法律的普遍性意义，而这一点与
他不理解现代契约的普遍性是一致的，尽管他的哲学十分强调普遍性。
萨拜因应该看到了黑格尔理论的独特性，他认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建立在他所假设的国家与
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依存的。”(萨拜因，第 729 页)
显然，他对黑格尔抱有同情的理解。“于是，个人的本性以及他同社会的关系即个人需求同社会宗旨
在心理与伦理上的交织，以前似乎已由少数不言自明的普遍原理解决，现在则成了问题，而且确实成
了社会科学和社会伦理学的中心问题。黑格尔的政治学说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提出了这一问题。”
(同上，第 722 页)萨拜因似乎没有达到如下这层反思:个人的性质因其普遍性才成为需要重新思考
的问题。因此，黑格尔如果当真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也是为了反对启蒙运动的观念和法国大革命的原
则。实际上，黑格尔自己也曾表达过一个非常清楚的看法:“人的自由……在人类诚然是一小部分之
间成为普遍原则以来，迄今已有 1500 年。但是所有权的自由在这里和那里被承认为原则，可以说还
是昨天的事。”(黑格尔，1979 年，第 70 页)注意这句话中的“这里”和“那里”:普遍性权利的观
念在他那个时代是最后才达到的，诚然，黑格尔这个论断仍有其含糊之处。
三、霍耐特错在哪里?
本篇批评性论文从机缘上来说，缘于霍耐特在北京大学所作的演讲，即 《论我们贫乏的自由》，
所以，这里必须回应一下霍耐特的观点，指出他对黑格尔的判断究竟失误在在哪里，或者径直地说，
他究竟错在哪里?就此，笔者也想弄清，为什么黑格尔的这个历史倒错一直没有被法兰克福学派明确
地指出。《论我们贫乏的自由》事实上乃是霍耐特《自由的权利》一书的节略稿，亦等于一个概要的
升级版。它的基本观点都取自《自由的权利》，不过，如标题所示的问题即我们这个时代的自由陷于
贫困则是在这个概要中提出的。在《自由的权利》中，“再一次用黑格尔的意图，从当代社会结构的
先决条件中，构思一种自己的正义理论。”(霍耐特，2013 年 b，第 12 － 13 页)
霍耐特认为，建立他自己的正义理论需要四个方法论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正义规范要能够整
合社会的生产目的、文化的一体性、各种社会关系，并且同时拥有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理想;第二个前
提是:正义就是实现社会内部公认的价值观念;第三个前提是:在前两个前提之下，从社会现实的多
样性中找到一种方法，从而能够实现社会普遍价值的规范;第四个前提是:它最终保证要通过严格的
规范性重构让人明白:道德机制和实践所代表的普遍价值，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表现出来。(参见同
上，第 9 － 24 页)
在这些前提之下，该著的主体结构乃是关于三种不同类型自由的论述，即法定自由、道德自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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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自由。霍耐特用前两种自由来概括现代主流的自由观念，不过在他看来，它们最后都陷入病态，
而社会自由就是被重构出来治疗这这些病态的。
法定自由的病态表现为两种形式。“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独特性把主体的关注和需求逐渐转型
为纯粹法律要求的形式，以致所有的主体都只剩下法律实体的外套;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对所有承
担的义务做无限期的推延，从而导致产生一个只具法律形式的个性。”(霍耐特，2013 年 b，第 142
页)霍耐特的表达十分晦涩，简要地说，第一种病态指每个人只坚执于法律的自由并以法律手段来
解决一切争执，而不采用交流和调解。第二种病态指个人虽然具有自由和权利，却将它们搁置不用。
道德自由的病态也表现为两种类型。霍耐特对第一种形式做了多个不同的表述，这无疑表明他对
此缺乏一个固定的观点。他最为明确的表述是:“道德自律排除所有在它之前的关系和义务，把道德
价值作为唯一的取向。”(同上，第 189 页)这在他看来就是将道德自由无限制地扩展为整个社会生
活实践的全部。然而，这为什么是一种病态呢?因为，它 “会形成冷淡的道德主义者的人格类型”。
(同上，第 183 页)这种人格在社会生活中死板而僵硬，丧失了重新进入生活世界的互动的可能性。
第二种表现为由道德自由的体制化演化而为道德恐怖主义，后者的原因在于 “有一些社会团体
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产生了道德上的怀疑，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伤害了相
互认可的普遍性原则……攻击一些在特定的社会情况下巳暴露出它们的不合理处的政治措施”。(同
上，第 190 页)霍耐特的这个判断显然问题更大:他把承认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范围内的道德与
任何其他的道德混同了起来，而任何一种恐怖主义都根本不承认普遍的个人权利原则。
基于这样一些蕴藏着罅隙的理论设计，霍耐特重构了自由发展的一个次序，即从法定自由、道德
自由进展到社会自由。他认为，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都面对这么一个问题:能够激起一个民主
的公民整体团结互助，并避免我们这期间诊断的所有错误发展的道德资源究竟应当来自哪里?”(同
上，第 544 页)———当然主要来自《法哲学原理》，而社会自由则是直接受黑格尔启示为克服上述两
种病态而构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的自由。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
依照他一贯的风格，霍耐特的相关叙述依然含糊，缺乏明确的论断。根据他多处不同的表述，它
可以简要地概括如下: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与个人与其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个人关系如家庭和
朋友等，以及市场经济活动或工作场所中的关系，结合在一起，从而就形成了公众性的民主模式。在
这样的情形之中，“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等同于在社会一个特定领域中各个特殊角色的行动
构成一个以‘我们’统一个人的那种特殊但又互惠的关系。”(同上，第 546 页)就具体的结构和内
容而论，霍耐特所仿效的主要是 《法哲学原理》第 3 篇《伦理》，这一点从《自由的权利》第 2 篇第
3 章《社会自由》的结构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所以，霍耐特说，“允许法律体系在一种使集体自治
成为可能的意义上，出现在关系到社会自由机制化的领域里，也就是黑格尔称之为 ‘伦理’的那个
领域。”(同上，第 115 页)
就《自由的权利》和《论我们贫乏的自由》两者整体而论，霍耐特的论述包含了若干严重的错
误，它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对现时代的自由的定义和归因，第二类就是与黑格尔类似的历史
倒错，后者或许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惯性。在下面的文字中，笔者将着重分析霍耐特的历史倒错，顺
便提及其理论的其他问题。
首先，《自由的权利》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虽然构造了社会自由和公众性民主决策的
混合概念。但是，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仅仅是一种理想的设想:每个人能在充分兼顾所有个人
关系和市场经济和工作场所的关系而实现其民主的权利。那么，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参与的途
径、场合和时间是如何的?以及普遍的动力呢?———不过，这不是本文所要处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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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所定义的法定自由和道德自由虽然独特，却并不切合现代社会规范的实际状况。他所谓
的法定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各自的两种病态在归因上导向失准。倘若这些现象在历史上向来存在，所谓
法定自由的第一种病态以及道德自由的两种病态，都可以归入韦伯的价值 －合理的行为模式之下，与
韦伯或更早时代的类似行为相比，差异只是在于导致如此行为的价值的不同，比如，固执某种宗教教
条或信念并以此处理一切问题———其危害则与如霍耐特所谓的一个只按权利原则而不顾及其余的权利
人那样处理一切问题无法相提并论。这些所谓的病态行为或许在以个人自由和权利原则为主流观念的
现代显得特别突出，但这并不意谓它们乃由这些主流观念所造成。至于个人搁置其自由和权利而不
用，正是权利原则所承带的意义，它与黑格尔时代那些根本没有起码的自由和权利的多数人相比，同
样存在巨大的本质差异。
第三，霍耐特关于法定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划分是对主流自由观念的一个重大误解。因为在西方民
主社会，道德选择受到宪法权利的约束，所谓法定自由和道德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并列的，而是
有首要和次要之区分。同时，人们可以看到，霍耐特持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主流的自由主义者都不
清楚个人同时承担各种其他的社会角色，仿佛只承认抽象的个人，因而在他们的理论中就唯有抽象的
理性权利人之间的关系。
第四，霍耐特试图匡正时弊，作为一种传统，他求助于黑格尔的思想资源，并构造了社会自由的
概念。然而，无论在总结现代社会的问题还是在援引黑格尔的思想资源以阐释这些问题上面，霍耐特
都陷入了历史倒错。相形之下，他的历史倒错要比黑格尔更复杂，也更低级。我将从如下几个方面予
以分析。
1. 社会向来就是一个多重关系的共同体，即便原始社会亦由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习
俗和亲缘等复杂关系组成，它们交错和重叠在一起发挥作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以多重身份居于这样
的共同体之中，但是直到以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为原则的现代国家建立，每个个人才成为公民。霍耐特
认为，在《法哲学原理》黑格尔把他那个时代的体制化的现实的核心阐释为理性，而把道德的理性
证明为已经在现代的体制中实现的事实，“他在这里使用的法的概念，应当将所有重要的社会现实都
包括了进去，因此具有道德的现实性和合法性，也使个人的自由具有了普遍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霍耐特，2013 年 b，第 11 页)且不说他对黑格尔观点的诠释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黑格尔文本的本
来意义，并且也偏离了当时社会的现实境域，关键之点在于，在这些体制已经存在之时，普遍的个人
自由和权利原则并不一定存在，因此，所谓的 “对社会自由的诉求真正得以实现”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现实的和历史的因果关系刚好倒过来，唯有在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原则确立之后，那些既
有的社会体制才能够据此得以重新整合。
2. 现代普遍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原则是从那种复杂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等级制社会之中发展起来
的，如果这个原则有什么要归功于这个传统社会的话，那也仅限于此。正是这个原则使得霍耐特的社
会自由的理想得以可能———如果它是可能的话，后者不可能在 《法哲学原理》所承认和包容的那种
半封建的、等级制的和专制的社会中产生作用。如果黑格尔没能区分两种不同时代的社会体制的差
异，乃是因为他无法预见到今天我们时代的状况，那么霍耐特混淆这样的差异，只能说明他缺乏足够
的理论判断力。
事实上，更进一步来说，就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及其民主运行而言，现代人因普遍具有参与的资
籍，因而就具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和方式，因为社会领域是充分开放的。即便有一些人放弃参与，他们
仍然持有参与的权利，放弃参与正是个人自由和权利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黑格尔时代，只有少数
人拥有参与的资籍，多数人则没有，因此他们连放弃的资格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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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的本意乃是在强调伦理暨国家对个人自由的首要性。然而，他
的理论与现代主流的自由和权利学说之间存在根本的方法论区别和时代差异。在黑格尔看来，个人自
由，包括他所说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都是由国家赋予个人，而不是出于个人的自然权利。而在现代
主流观点看来，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经济以及家庭等制度通过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原则得以重新整合和
确立。社会契约论既是赋予国家权力以正当性的理论，也是将个人自由和权利通过公共契约的订立而
普遍化的过程。普鲁士国家确实发生了一个将这种权利———当然在英国和法国的榜样下———通过法律
由上而下赋予个人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经过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些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没有贯彻
在所有法律之中，更是远没有平等地落实到每个个人。
霍耐特认为，“若是我们试图将我们的自由仅仅用主观权利、道德自律或者两者结合的概念进行
理解，那实际上是多么贫乏;相反，黑格尔会让我们确信，社会关系中的个体自由必须首先并首要指
的是:个人不受任何强制并得以扩展的经历，并由此推论出，我的可以普遍化的目的能通过他人的同
样普遍化的目的得到促进。”(霍耐特，2013 年 a，第 58 页)如果自由的这种贫乏存在，那么这正是
由黑格尔的叙述次序所造成的。普遍的自由和权利原则，即使抽象，原本也从现实的复杂的、等级制
的、混和各种人生束缚的制度中孕育、生长和提炼出来，因此，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它并不
贫乏。但是，当黑格尔把这个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后才确立的东西，置于它们之前，并且最后
由国家消解了之，这样，真正的贫乏就产生了。我们可以来看看黑格尔如何在理论上论证这种消解的
理由和必要性。他说，在卢梭的理论中，“单个人的结合成为国家就变成了一种契约，而契约乃是以
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述的同意为其基础的。此外又产生其他纯粹理智的结果，这些结果破坏
了绝对的神物及其绝对的权威和尊严。”(黑格尔，1979 年，第 254 － 255 页)这种绝对的神物、权威
和尊严后来在德国出现了，它以碾压一切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包括个人的决意、意见和同意———维
持自己。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要照顾他的绝对精神，要关照其自在自为的运
动。但是，霍耐特却让黑格尔那些造就了贫乏的范畴来填充或消除它们自己造成的贫乏性，这是缺乏
判断力的表现。
4. 如果现代社会缺乏更加丰富的人际关系，缺乏公众参与民主的丰富的途径和多样的方式，从
而使得个人自由显得不那么丰富，那么这不是因为与先前譬如黑格尔时代相比，而是体现了人们对现
实的更高要求，它的解决之道在于更新的社会形态，包括生活和生产的新模式。在 《自由的权利》
中，霍耐特确实也论及了当代人们交往的新方式即互联网，然而霍耐特却对互联网持一种明显的怀疑
态度，而且糟糕的是，他的这种怀疑建立在错误的认知上面。他以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
术会造成两个“自相矛盾的结果”。第一，它“一方面促进了公众性超越国界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
可能在已经成熟的民主中毁坏或至少是削弱政治文化，而正是这种政治文化至今一直在集体自我立法
的空间里，起着激励所有公民进入到道德努力中去的作用。”(霍耐特，2013 年 b，第 501 － 502 页)
在霍耐特看来，互联网造就的公民及其交往的国际化反而耗竭了 “一些国内的规范资源，然而正是
这些规范才使得一个国家内公民间的团结互助成为一件可以想象的事。”(同上)第二，霍耐特认为，
这种国际化会将“越来越多的民众排除在民族国家决策程序之外……越过那些被政治边缘化威胁的
社会底层的民众……形成一个跨国界的交换意见和进行民主决策的空间……这种情况对于一群以国际
化为定向的精英来说，他们的民主自我立法的社会自由度会变得更大，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因为无法
进入公众性重要信息和主题的空间，他们的社会自由度反而更小了。”(同上)经由上述观点，人们
可以领会霍耐特的社会自由的两个特征。第一，社会自由位于民族国家领域内并受其控制，它体现了
他对国家控制的某种内在要求，而这一点恰好与黑格尔的思想一致;第二，社会自由怀有前现代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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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霍耐特没有看到，互联网的扁平联系方式，多维的交往途径，以及相对而言极其经济和方便的交
往手段，实际上恰恰有利于他所说的社会底层民众，而不是将它们排除在外;它事实上降低了政治精
英在公共空间中的重要性。并且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话语手段即无产阶级在这里难以形成，而且即便
形成，它与其他领域的无产阶级也不重合。互联网现象极具启发性，公民的多重身份决非仅仅等于回
到传统的所谓伦理关系之中，而是通过现代的信息、交通甚至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及相关的新型组织形
式才能有效获得和更好地发挥作用。而这种多重地位，使得个人之间的自由和权利的价值不再限于单
一层面，而是在多维度和多层面中得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个人在自由和权利价值上的
差异。这一点乃是霍耐特所没有认识，而从黑格尔那里也无法得到启示的。
霍耐特的批判理论，似乎让人们产生了这样的联想:是否所有的批判理论都胸怀在某种程度上回
到现代社会之前，或者无论如何回到美好的旧时光里的内在的浪漫情怀?其实，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
传统向来就蕴涵一个内在矛盾，即其宗旨坚执于现代社会批判，而理论和观念或隐或显地沿袭传统的
古典结构，因此，即便在他们最新的理论著作中也要借助传统的套路，而它们所阐述的现代社会也总
会浮现黑格尔时代社会的海市蜃楼，或者作为背景，或作为批判理论的远景。当然，这些幻影的色彩
或楼阁或有变化。他们有时就是为了批判而构造，而并不在于解决现实的问题，从而证明古典思想的
正确或古典时代的正义。
不过，这个学派的成员亦不乏对古典理论持有批判见解的人物，同样对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做过专门研究的韦尔默就是其中一位。下面笔者对他的观点做一简要的分析，以加深对黑格尔以及霍
耐特错误的认识。
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这本文集中，韦尔默多处论及《法哲学原理》。他点明了黑格尔消灭个
人自由的手段:“黑格尔坚持认为，‘具体的国家’是‘由各特殊集团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这种‘有机国家’内部，个体绝不可能只是作为个体而出现，而只能作为一个等级、共同体、同
业公会等等的成员而出现。”(韦尔默，第 35 页)因此，《法哲学原理》中的这个结论，如果不是无
视当时西方社会的现实，也是对时代趋势缺乏判断力的表现。与霍耐特观点不同，韦尔默认为，黑格
尔的这种理论无法用来支持现代社会的民主协商。“黑格尔为这种在国家的伦理实体中如此这般地被
扬弃的市民社会提供的惟一例子是一个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已经可以说是时代错乱的例子，即普鲁
士的立宪君主制。与黑格尔的一厢情愿相反，不受其公民控制的普鲁士国家的权力依然是一种本质上
不是对话的而是暴力的超越过程的表征。”(同上，第 43 页)韦尔默在这里指出了黑格尔的一个小倒
错，而没有发现他的大倒错。韦尔默接着指出，黑格尔为反对现代民主提出了两个基本论证: (1)
社群主义，以及 (2)现代社会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第一个论证用伦理生活形式的复杂性压制 ‘抽
象’权利原则的简单性;第二个论证则用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压制直接民主的简单性;但是这两个
‘前提’与黑格尔的‘结论’一起，并没有产生一个有效的三段论:黑格尔无论如何都没有表明为什
么不能把普遍主义的自然权利原则 ‘转换成’关于现代社会伦理生活的民主形式的可行观念。”(同
上，第 200 页)然而，韦尔默对黑格尔还是持有同情的理解，认为 《法哲学原理》有盲点，并且
“这一盲点能够通过黑格尔虽然是一个 ‘共同体主义的’政治哲学家，但最终还是把‘精神’理解成
主体性而并不是主体间性这一事实得到部分的解释”。(同上)此种态度的原因虽然可以得到解释，
但这态度本身却是根本不可取的，韦尔黙之所以没有鲜明地提出反对意见，乃是因为他自己的理论也
存在更大的盲点，这个盲点就是他根本不清楚现代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实拥有共同的基础。
韦尔默为突出他的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首先想对个人主义自由观和共同体主义自由观的两
个晚近的范式进行一番比较。我把诺齐克当作个人主义自由观的代言人，把哈贝马斯当作共同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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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观的代言人……哈贝马斯基本上是正确的，而诺齐克则犯了重大的错误……诺齐克和哈贝马斯都
关心自由的元原则，即只是确定自由社会的形式条件，而不是需要根据制度结构、生活形式、联合形
式等等才能确定的任何具体内容的原则。在诺齐克那里，这些元原则是消极自由的原则，其核心是财
产权利;在哈贝马斯那里，它们是理性商谈的原则。”(韦尔默，第 206 － 207 页)韦尔默在这个自以
为尖锐的对比之中凸显了他的判断错误:他不清楚哈贝马斯的这种商谈要建立在诺齐克所说的财产权
利之上，没有普遍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平等的商谈根本就无从谈起，从历史进程而论，情况也是如
此。显然，韦尔默不甚清楚，元原则究竟是什么意思。韦尔默的错误同样是一个历史倒错:“理性商
谈原则首先是公共自由和民主决策的建制化原则;从这些元原则的角度看，财产权利显得是民主共识
的一种可能内容。”(同上，第 207 页)事实上，在这里要将前提和后果颠倒过来方才符合历史现实。
行文到此，笔者要对全文做一个总结，而这个结论就是本文的标题所揭明的，由于黑格尔式的经
典的历史倒错，作为现代社会理想前提和现实后果的普遍的个人自由在 《法哲学原理》的结尾却消
融于国家权力之中，而不是如历史本身所揭示的那样，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它落实到社会各种领域和层
面的进程。这种倒错也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传统，就如韦尔默的说法所表明的那样。因此，黑格
尔的这个历史倒错不仅没有被揭明出来和得到必要的清理，反而在法兰克福学派中至少在基本方法上
被奉为模式，这也是这个学派的深层理论结构和现实趋势的必然结果。这样一来，普遍的个人自由和
权利原则对现代社会来说，只会越来越遥远，化为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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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nse，Dai Zhen still has to admit the authority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is sense，the Confucian
Classics becomes the most direct means for people to approach the Dao of the Sage. Thus，Dai Zhen re-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and establishes a new Confucianism which not only
adopts the structure of Neo-Confucianism but also depends on the authority of Confucian classicism．
A Criticism of Zhang Xuecheng＇s Theory that“The Six Classics Were All History”
Jiang Guanghui ＆ Zhong Hua
The theory that“the Six Classics were all history”did not begin with Zhang Xuecheng. However，earlier
scholars who supported this theory did so based on the acknowledgment of the six classics as classics，whereas
Zhang separated himself from this precondition，degrading them to history. Zhang advocated for returning to
the ancient Three Dynasties’integration of the various bureaucratic ranks and of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
with the real purpose of deconstructing later generations ＇ theory of the classics and of building a history-
centered system of learning. In accordance with Zhang＇s ideas，there should only be government schools，and
not private ones;as such，he advocated for the Qin dynasty＇s culturally absolutist policy of“ta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teacher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has its own historical
logic and rationality，and that Zhang ＇s attempt to deny cultur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Three Dynasties was
actually ahistoricism，and a covert theory of cultural degeneration．
Ｒemote Freedom:On a Historical Inversion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Ｒight
Han Shuifa
Axel Honneth has concluded that in our times it tends to be poor in freedom，and thus pathological.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is poverty and pathology，he has obtained ideas and resources from Hegel ＇s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Ｒight to construct social freedom. However，this work itself contains a historical inversion.
While it takes universal freedom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its entire system—from which ownership，family，civil
society，and state are derived—real human history develops exactly in the reverse order，because universal
liberty and rights are its ultimate accomplishments. If Hegel had recognized the existence of a social contract，
the inversion in his theory could have been theoretically justified to a certain degree. However，Hegel himself
was precisely against the idea of a social contract，and hence the inversion becomes an uncorrectable mistake
and a theoretical model. This model and its methodology have also subtly influenced the Frankfurt School.
Honneth＇s social freedom，ultimately，is more obsessed with nostalgia for a pre-modern society than it is
concerned with solving actual problems in a modern society．
Why Does Kant Not Propose a Theory of Transcendental Space-schemata?
Liu Wanying
Kant considers the transcendental time-schemata as a condi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categories，but does not
propose a transcendental space-schemata.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such a concept had to be added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spatial relations of objects and think that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new Supplement in the B edi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Ｒeason indicate an idea of a transcendental space-
schematism. However，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 of object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time-schemata alone. Therefore，it is unnecessary to bring up the space-schemata. Furthermore，
because the understanding cannot be related to space directly，there cannot be something called transcendental
space-determinations. For this reason，the space-schemata is also impossible. Finally，the space that is mentioned
in the Foundation and the B edition of Critique is also by no means the so-called space-schem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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